
“南下” 还是 “西进”
———外部冲击下的企业区位选择

李芳华 王丽媛

摘 要：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准确理解外部冲击下企业空间布局

的调整及其决定因素，对于我国有效推动产业向战略腹地转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构建结合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企业跨期选址决策

理论模型，并以 20 1 8 年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微观层面的上市公司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单边贸易成本的上升同时推动我国企业的对外

转移 (“南下”)和向国内腹地转移 (“西进”)，但贸易成本对前者的影响规模和

持续时间显著小于后者。企业的贴现率与预期、对美进口的依赖度以及对美出口的

依赖度是决定企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从长期经营绩效来看， “西进”策略比

“南下”策略在抵御外部冲击方面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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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造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往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重要依托。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外部环境的严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201 8 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

易摩擦并推出供应链重塑战略，通过提升中国产品关税，倡导 “中国+1”战略，推

动制造业产业链向美国的 “盟友和伙伴国”(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转移，即 “南下”，
对我国形成制造业外流的外部压力。而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我国 “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已有研究指出，现阶段制造业大量外

流将导致我国经济 “过早去工业化”，制约经济的增长和高质量发展。① 为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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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克莎、彭继宗： 《制造业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中国社会科

学》202 1 年第 5 期；魏后凯、王颂吉：《中国 “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
《中国工业经济》20 1 9 年第 1 期。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① 即引导产

业 “西进”，为我国在当前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指明了方向。企业的空间布局调整是国家层面制造业比重变动及产业

转移的微观基础，在统一口径下比较企业 “南下”与 “西进”的水平及长期趋

势，深入分析我国企业在外部冲击下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国内现有文献基于雁阵模型②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③等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认为，

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以及产业外迁是要素成本变动导致的，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

升的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上升，④ 其政策启示着重于通

过降低各维度的生产成本 (如降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交易成本，提高税收优惠和

基础设施水平等)引导产业在国内转移。⑤ 然而，除了生产成本，贸易成本也会对

企业选址产生重大影响。现有文献从各个角度验证了单位运输成本对于贸易流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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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2023 年 1 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

建设”。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作为 “健全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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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vol.1 14,201 8,pp.33 1-345；W.F.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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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Economic J ournal:App lied Economic s,vol.14,no.4,2022,pp.127-1 6 6.



贸易种类和数量①以及企业地理分布②的影响。另一类贸易成本是贸易壁垒和摩擦

等综合贸易成本。现有文献将不同背景下的市场准入降低或增加作为准自然实验，
验证了这一类贸易成本变动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惩罚性关税是一种负向的贸易成本冲

击，并具有单一且定向的特点。④ 为了分析这一特殊的贸易成本冲击对中国企业投

资决策及空间布局的影响，本文以 Redding 和 Sturm 的多地区经济活动分布模型为

基础，⑤ 构建了一个跨期选址决策理论模型。该模型聚焦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企业

空间布局再均衡的过程，为理解在外部环境复杂变化背景下中国的产业转移与经济

活动空间布局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同时，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在统一口径下

测度了企业 “南下”与 “西进”的长期时间趋势，并以 20 1 8 年中美贸易摩擦为准自

然实验，利用美国惩罚性关税引发的企业层面贸易成本差异，构造双重差分估计方

程，识别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中国企业 “南下”与 “西进”的特征分析

受限于新闻媒体和政策报告的案例研究属性以及宏观数据度量面临的客观困难，
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缺乏在统一可比口径下，对 “南下”与 “西进”长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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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不产生直接影响；“定向”是指这些惩罚性关税只对中国境内的生产活动有效，
企业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则可避免关税的影响。

S.J.Redding and D.M.Sturm,“The Costs of Remoteness:Evidence from German
Division and Reunification,”pp.176 6-1 7 9 7.



间趋势的精确测度。考虑到上市公司的空间布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宏观层面的

产业外迁和国内空间转移，且上市公司有披露完整投资情况的法律义务，“新设子公

司”变量可以准确地度量企业投资布局的区位变动。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上市公司

及其国内子公司和海外子公司数据集，统计了每家上市公司每年是否在美国友岸国

和国内中西部地区新设子公司，分别代表其 “南下”和 “西进”策略。其中，美国

友岸国包括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七国，① 中

国中西部地区包括 “西部大开发”和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省份。② 通过匹配上

市公司名单与中国海关总署 20 14—201 6 年进出口数据，进一步按照企业的出口情况

将上市公司分为三组，分别为非出口导向型企业 (出口为 0)、主要出口美国的企业

(对美出口额占该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平均值)、主要出口对象为非美国的其他

国家的出口企业 (对美出口比重低于平均值)。如图 1 所示，按照上述统一口径，首

次度量和比较了我国不同类型企业 “南下”(左图)与 “西进”(右图)的时间趋势，
并发现以下三大特征。

 
图 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前上市公司 “南下”与 “西进”的时间趋势

特征一：我国企业 “西进”平均水平远高于 “南下”。201 1—201 7 年，平均每

年有 2 1.5%的上市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新增投资，而仅有不到 2%的上市企业 “南
下”，绝对规模仅为 “西进”的 1/10。在本文设定的统一口径下，上述数据事实表

明，基于新闻报道的案例形成的 “南下”认知存在一定偏误。
特征二：我国企业 “南下”与 “西进”的时间趋势逐年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发

生前，上市企业同时呈现向东南亚外迁和国内空间再配置的趋势，企业 “南下”的

比例从 20 1 1 年的不到 1%攀升至 20 1 7 年的近 3%，“西进”的比例从 20 1 1 年的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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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根据美国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美国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将

印度、越南等七国纳入 “美国友岸国”范围，并在后文中对该定义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中西部地区的范围根据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国发

〔2000〕3 3 号)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 〔2006〕

1 0 号)确定。



1 8%提高至 20 1 7 年的平均 2 5%。
特征三：企业出口情况与投资转移的方向密切相关，但整体趋势基本平行。出

口企业 “南下”的比例高于非出口企业，而非出口企业 “西进”的比例高于出口企

业，但整体上两组企业 “南下”“西进”的时间趋势均平行。此外，企业具体的出口

对象与 “南下”或 “西进”投资之间不存在明显关系，主要对美出口的企业与主要

对其他国家出口的企业在两个方向的投资概率绝对水平与时间趋势没有显著区别。

（二）理论框架

本部分在传统跨国选址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既包含海外市场又包括国内

不同地区的跨期选址决策理论模型，将企业的投资选址决策看作在生产成本、运输

成本、关税等多种成本以及未来不确定性因素下的跨期决策，以阐释中美贸易摩擦

和其他各因素对企业投资空间布局的影响。①

1.基础模型构建

假设世界经济由中国 (C)和美国及其盟友国 (U)两部分组成，分别包含 N
个和 M个地区。人口在各国内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且每个个体无弹性地提供一单

位的劳动力。中国各地区的工资水平 w{ o } o∈N和人口分布 L{ o } o∈N由模型内生决定，

美国及其盟友国内部各地区的工资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由外生给定。
假定经济中有 L+1 个行业，其中，美国及其盟友国只有一个行业，生产同质

性产品 (l=0)，其价格为单位 1；其余 L 个行业位于中国，均为垄断竞争性行业，

每个行业均衡状态下有 n l 个企业，每个企业生产唯一的异质性产品。企业的生产函

数为规模报酬递增形式，包含固定成本 F，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经济中的消

费者都是同质的，其偏好在行业层面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消费者对行业 l 产品

的边际消费倾向为βl；在行业内部企业层面为 CES 形式，消费者对同一行业不同企

业的差异性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σl。
考虑一个代表性行业 l 中的代表性企业在中国的 N 个地区之间选择最优生产地

o～，并以冰山运输成本τod向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国的各个地区 d∈ [1，N+M]销

售产品。在上述设定下，经推导，企业在地区 o 生产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πo=
w1-σo
σ
︸
生产成本

∑
N+M

d=1

τ1-σod (βlwdLd)
∑NMr (wrτor)1-σ

   —————— ——————
市场潜力

-F

假设整个经济体是一维线性的 (见图 2)，只有唯一一个处于中国边缘的地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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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将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统一的贸易模型，最早参见 H.P.Gray,A Generalize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 9 7 6.受篇幅所限，理

论模型推导的详细过程相关材料可向作者索取。



拥有港口，产品从国内其他地区运输到外国市场必须经过港口，即τoU=τoN+τ*U，
其中τ*U 代表从港口运输到美国及其盟友国的运输成本。与国内其他生产地 o 相比，
港口所在地区 N 的对外出口运输成本优势最明显。

为了建立企业选址与企业对美出口的直观联系，用 ED 表示该企业的产品在国

内的消费总额 (也即企业的国内市场规模 ED=∑
N

d=1
Ed)，用θd 代表企业产品在国内地

区 d 的消费额的比重 (即 Ed=θdED)，用θU 代表企业产品在美国及其盟友国的消费

总额与国内消费总额的比值 (EU=θUED)，再经过线性—对数变换，企业利润可以

改写为：

  π
︿
o≡
lnσ+ln (πo+F)

σ-1 =-ln (wo)+ED·lnΓ (Θ)

其中，Γ (Θ)≡θUτ1-σoU +∑
N

d=1
θdτ1-σod 。根据上述表达式，企业选择地区 o 生产的

利润与该地区的边际成本 (在本模型中即为地区 o 的工资水平 wo)负相关，与由企

业的运输成本及消费地份额决定的市场潜力正相关。

图 2 市场完全分割下企业的应对策略

在均衡状态下，对美出口企业倾向于聚集在中美统一市场的 “中心”位置，从

而最小化运输成本 (如图 2 上半部分所示)。根据均衡状态企业利润为 0，可以求解

出各地区的均衡工资水平以及均衡人口规模，临近美国市场的港口所在地区的生产

成本最高，人口最密集，这一均衡结果也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相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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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Fan,“Internal Geography,Labor Mobility,and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Trade,”The
American Economic J ournal:Macroeconomics,vol.11,no.3,2019,pp.252-288.



2.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均衡分布的影响

20 1 8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对中国产品实行惩罚性关

税。该措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的平均税率由 20 1 8 年之前的不到 3%增至 1 7.1%，被

加征关税的商品出口额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80%，且这一措施在拜登政府

时期仍然延续。因此，在模型中，设定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

关税τ，商品的对美销售价格提高至 (1+τ)poτod，① 企业的美国市场份额会因销

售价格提高而减少，lnΓ (Θ)ED 下降，继续在之前的最优选址 o～ 生产会使利润

为负。
为分析企业如何应对上述市场损失，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即τ=+∞。在这种

情况下，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造成的 “单一且定向”的冲击，原来相互联

通的中美市场被做出了一种有条件的分割 (如图 2 所示)：如果企业选择在中国内部

生产 (o∈ [1，N])，则其产品只能在国内这一独立市场消费 (d∈ [1，N])；
如果企业转移到美国及其盟友国生产 (o∈ [N+1，N+M])，则可以规避市场分

割，其产品仍然可以在中美所有市场被消费 (d∈ [1，N+M])。
企业的决策可以看作不确定性下的期望利润总和最大化问题。具体而言，企业

在对市场分割持续时间的预期 E (t 1)下进行两步嵌套决策，② 第一步从中美两个市

场中选择一个，第二步在所选择的市场中重新确定最优生产地 om，花费一次性固定

投资 fm 和市场特定的固定成本 tm 建设新厂。其中，企业选择美国市场的固定成本

为 tU，包含跨国设厂造成的内部管理费用以及对当地法律规则的学习成本，且新厂

距离母公司越远，该成本越高，即 tU=t (oU，o～)；③ 选择中国市场的固定成本为

tC，代表企业为扩大国内市场以替代损失的海外市场份额θu 所需的固定成本 (如广

告宣传等消费④)，且需要替代的海外份额θu 越高，该成本越高，tC=t (θu)。企业

在贴现因子βt 下的预期利润可以表示为：

  max
m∈{C，U}，om

∑
∞

t=0
βtE πom( )-fm-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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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美国加征的关税基本由消费者承担。P.D.Fajgelbaum et al.,“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The Quarterly J ournal of Economic s,vol.1 3 5,no.1,
2020,pp.1-55.
具体而言，企业预期中美贸易摩擦的高关税措施持续到 t 1，即从 0 至 t 1 期，企业面临

的关税为τ=+∞；而从 t 1+1 开始，企业的关税降为 0。

P.Charnoz,C.Lelarge and C.Trevien,“Communication Costs and the Internal
Organisation of Multi-Plant Businesses:Evidence from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High-
Speed Rail,”The Economic J ournal,vol.128,no.610,201 8,pp.949-994.
M.J.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vol.71,no.6,2003,pp.1 6 9 5-1 725.



采用逆向推理思路，如果企业在第一步选择国内市场，则其最优选址 (oC～
～
)是

中国独立市场的 “中心”，即国内中西部地区；如果企业在第一步选择维持美国市场，
企业仍然可以向中美两个市场出售产品，但其生产选址被限制在美国及其盟友国内，
即 o∈ [N+1，N+M]，企业会在可选范围内选择最接近贸易摩擦发生前企业最优选

址的地区，以便尽可能地靠近中美整体市场的 “中心”，即美国的东南亚友岸国。
基于第二步的最优生产地选择，倒推企业第一步的市场选择，企业在两个独立

市场中的选择由市场特定的固定投资 tm、贴现率以及企业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预

期共同决定，存在以下三个均衡解。
均衡解 1：“区位不变”，如果企业预期市场分割的持续时间很短，即 t 1→0，使

企业无法从新设厂的一次性固定投资中获利，则企业会选择维持之前区位；如果企

业预期市场分割的持续时间足够长，则企业会从分割后的两个独立市场中选择其中

一个市场新增投资。
均衡解 2：“南下”，企业选择维持美国市场，并在靠近中国市场的美国友岸国

进行生产。如图 2 左下所示。
均衡解 3：“西进”，企业选择中国市场，放弃美国市场，并新增投资移动到中

国市场的 “中心”(即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生产。如图 2 右下所示。
在现实中，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取值小于正无穷但大于零，是一种市场的不完全分

割，且中短期内仅有在贸易摩擦发生前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的企业受到了直接冲击，
但上述分析仍然成立。根据理论模型中均衡解的表达式，形成以下可检验的假说。

假说 1：中美贸易摩擦推动对美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选择均衡解 2 和 3，向

美国东南亚友岸国 (即 “南下”)和中国中西部地区 (即 “西进”)迁移。
根据企业贴现率和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预期对企业均衡选择的比较静态分析，

形成以下假说。
假说 2：企业的贴现率越高，预期贸易摩擦持续的时间越短，选择均衡解 1 的

概率越大，即保持 “区位不变”。
进一步考虑企业在两个市场新增投资的固定成本 (tU 和 tC)的相对大小对企业

均衡选择的影响，形成以下假说。
假说 3：在贸易摩擦前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越高的企业，由于向国内市场转向的

成本更高，在美国友岸国增加投资以保留美国市场的动机更强。
将模型中的企业生产要素扩展为劳动力和其他投入品，则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

由各地区的工资水平与投入品价格 (pmo)共同决定。美国在加征关税之外还对中

国施加技术出口管制，限制中国企业从美国和其他国家采购关键技术及投入品，在

模型中可以看作企业在中国生产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投入品预期价格趋于无穷大

(pmo∈Nt →+∞)。因此有以下假说。
假说 4：贸易摩擦会使对美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形成投入品进口受阻的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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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因此在 “南下”和 “西进”中更有可能选择 “南下”。

二、样本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上市公司的 “南下”投资数据，由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的上市公

司海外经营数据库 (COOD)整理而得。本文根据海外子公司的注册地和所在的国

家区域名称，筛选出成立时间在 20 1 3—2022 年且地址位于美国友岸国的子公司，统

计上市公司 i 第 t 年在美国友岸国新设子公司的数量 NumFSit 。为缓解 NumFSit 的右偏

分布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同时区分上市公司在美国友岸国投资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

际，将以企业是否在美国友岸国新设子公司这一虚拟变量 I [NumFSit ＞0]作为主要

的被解释变量。上市公司的 “西进”投资数据由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的上市公司参控股公司数据库 (CPCD)整理而得。本文筛选出成立时间在 20 1 3—

2022 年，且地址位于国内中西部地区的子公司，统计上市公司 i 第 t 年在国内中西

部地区新设子公司的数量 Num inlandit ，并同样以虚拟变量 I [Num inlandit ＞0]作为回归

的被解释变量。
其中的关键解释变量是企业层面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水平。笔者使用中国海关

总署 20 14—201 6 年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出口数据，① 统计了企业在贸易摩擦爆发前

2—4 年 (也 即 20 14—201 6 年)对 美 出 口 金 额 (ExportUSi，14-1 6 )及 其 出 口 总 额

(ExportALLi，14-1 6)，计算企业对美出口依赖度 US-Export 1 4-1 6i ，以此衡量企业在中美

贸易摩擦中的暴露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US-Export 1 4-1 6i =
ExportUSi，14-1 6
ExportALLi，14-1 6

对于上述期间没有出口记录的上市公司，设定该变量取值为 0。
根据企业暴露程度的高低，以存在对美出口的企业样本平均值 (20%)为阈值，

将超过阈值的上市公司设定为处理组，其他上市公司设定为控制组：

  Treatment i=I [US-Export 1 4-1 6i ≥20%]
此外，利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数据库

(CMDA)提供的 20 1 3—2022 年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内容，运用文

本分析方法，构建了一系列反映企业及其管理层行为特征的变量。具体包括：(1)企

业管理层对美国市场的关注度 (US it)；(2)企业管理层对国内市场的关注度

(Domestic it)；(3)企业的贴现率 (Myopia it)；(4)企业对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

预期 (Expectation it)。上述变量的构建均遵循以下步骤：首先构建反映相关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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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 20 14—20 1 6 年的企业贸易数据，是为避免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正式爆发前受特朗

普政府竞选中所发表的中美关系言论或其他行为的影响而改变预期，从而提前调整出

口或投资行为的可能。



词集，其次利用 Python 中文分词模块对年报文本进行自动分词，最后基于词典法，
计算出词集中相关词汇的词频占上市公司当年年报文本总词频的比例。其中，贴现

率的度量是参考行为金融理论和企业管理学的研究，计算 “短视视域”相关词汇的

词频占比。① 该变量取值越大，意味着上市公司管理层越注重短期收益，也即理论

模型中企业贴现率越高 (贴现因子β越小)。类似地，企业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预

期变量是通过计算 “暂时”“阶段性”等词汇的占比获得，对应理论模型中的

E (t 1)，该变量取值越大，表明企业预期的贸易摩擦持续时间越短。
为比较采取不同策略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使用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CSMAR)提供的上市公司经营数据，估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it)，② 代表

企业长期的经营绩效。③ 此外，根据该数据集提供的信息，还构建了回归方程中的

一组控制变量。
笔者使用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前的投资布局，识别 “南下”与 “西进”策略对

贸易摩擦前后企业经营绩效变化的影响。这里用 20 1 7 年末企业是否已在美国友岸国

设立子公司 (South 1 7=I [NumFS20 1 7＞0])，度量贸易摩擦发生前企业在海外的产业

布局，同理，用 20 1 7 年末企业是否已在国内中西部地区设立子公司 (West 1 7 =
I [Num inland20 1 7 ＞0])，度量贸易摩擦发生前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布局。

三、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投资空间布局的影响

（一）回归方程设定

为验证 假 说 1，我 们 分 别 以 上 市 公 司 每 年 是 否 在 美 国 友 岸 国 新 设 子 公 司

(I [NumFSit ＞0])以及是否在国内中西部地区新设子公司 (I [Num inlandit ＞0])作

为主要被解释变量，根据前文定义，基于贸易摩擦发生前企业对美出口依赖度划分

处理组和控制组，使用双向固定效应 (two-way fixed effect，TWFE)的双重差分模

型 (DID)，识别中美贸易摩擦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I [NumDit＞0]=βDTreatment i×Post it+λi+λt+X itγ+εit (1)
当 D=FS 时，代表企业在美国友岸国的投资情况；当 D=inland 时，代表企业

在国内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情况。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采用 Probit 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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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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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楠、薛付婧、王昊楠：《管理者短视主义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吗？ ———基于文本分

析和机器学习》，《管理世界》202 1 年第 5 期。
参见鲁晓东、连玉君：《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 9 9 9—2007》，《经济学 (季
刊)》20 1 2 年第 2 期。
参见盛丹、刘灿雷： 《外部监管能够改善国企经营绩效与改制成效吗？》， 《经济研究》

20 1 6 年第 1 0 期。



模型进行估计。Treatment i 为代表处理组企业的虚拟变量。Post it变量代表中美贸易

摩擦爆 发 后 的 时 期，也 即 20 1 8 年 及 以 后 年 份 取 值 为 1，其 他 年 份 取 值 为 0。

Treatment i 和 Post it的交互项是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β代表在控制了生产成本、自

然禀赋、政治制度等常规因素之后，中美贸易摩擦对直接受影响的企业投资的平均

广延边际 (extensive margin)处理效应。
回归方程中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λi，以捕捉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异质性，如企

业产品特征、企业管理者对美国的个人态度、贸易摩擦发生前企业投资空间布局等

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λt，以捕捉生产成本等其他

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所有企业的共同因素，以及所有企业共同经历的随时间变化的

冲击，如汇率波动和整体宏观政策变化。回归方程中还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行业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定效应与年份的交互项，分别用于捕捉行业层面不随时间

变化的、随时间线性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如行业的投入品价格变化、技术

进步等。此外，还涉及一些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X it)，包括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

值，用于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以及企业的劳动资本比，用于控制企业的生产特征

及劳动强度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为了对 DID 的关键假设 “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并估计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的时间趋势，可进行动态事件研究分析。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Y it= ∑
j=4

j=-4
βjTreatment i×I Year=201 8+j[ ]+λi+λt+X itγ+εit (2)

其中，I Year=201 8+j[ ]代表 20 1 8 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 (或前)的第 j 年，
样本期为 20 1 3—2022 年。被解释变量 Y it与方程 (1)一致。

（二）基本回归结果

首先，使用动态事件研究分析对 “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图 3 分别展示了

以我国上市公司 “南下”和 “西进”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 (2)的系数估计值及

9 5%置信区间。

 
图 3 上市公司 “南下”与 “西进”的动态事件研究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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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201 8 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前，两组回归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均接

近 0 且不显著，说明对美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与其他公司 “南下”“西进”的

趋势基本一致，符合 DID 的 “平行趋势假设”，也表明上述方式定义的控制组是一

个比较好的反事实样本。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两组动态事件研究分析的交互项系

数均开始上升。其中，“南下”(图 3 左)在 2 0 1 9 年开始显著，并达到峰值 6.4 个

百分点，之后不断下降，202 1 年后不再显著。而 “西进” (图 3 右)的趋势不断

上升，在 2 0 2 0 年显著并达到峰值 5.7 个百分点后保持基本稳定 (除 2 0 2 1 年略有

下降外)。上述事件分析提供了中美贸易摩擦推动企业 “南下”和 “西进”的直观

证据。
表 1 的 Panel A 和 Panel B 分别报告了以 “南下”和 “西进”为被解释变量的

方程 (1)的估计结果，表中的系数是 Probit 模型估计的平均边际效应。① 在

Panel A 中，第 (1)列回归方程的控制组是处理组以外的其他所有上市公司。
回归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上市公司在美国友岸国新设子公司的概率增

加了 2.8 个百分点，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根据 DID 的设定，这一处理效应

可以理解为剥离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后得到的贸易成本冲击对企业迁移的处

理效应。第 (2)列进一步将回归限定在从事出口业务的上市公司范围，以其他

从事出口业务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组。第 (3)列在第 (2)列的回归方程基础

上加入了更多控制变量，包括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固定效应、行业层面的时间

趋势以及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对数值、劳动资本比。第 (4)列排除了上市公司

上市之前的观测值。第 (5)列进一步剔除了国有属性的上市公司样本，以区分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同反应。第 (6)列进一步排除了 ST
股票和非 A 股上市公司这一类企业资本较差的企业。如估计结果所示，估计结

果是稳健的。
在 Panel B 中，以企业 “西进”为被解释变量的各列回归方程及样本设定均与

Panel A 相同。估计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同时推动了对美出口企业 “西进”，处

理效应的绝对规模为 5.2 个百分点。以上两个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 1，即企业在应

对中美贸易摩擦冲击时存在多个均衡解，但比较发现，贸易成本因素对 “西进”的

影响规模显著大于 “南下”，且前者的持续时间更长。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中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为进

一步降低行业异质性的影响，且考虑到不同行业实际受美国加征关税措施影响的时

间存在差异，将 20 14—201 6 年海关数据库提供的各企业的出口商品与四批美国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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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入个体固定效应的 Probit 模型会自动剔除样本期内被解释变量没有变动的个体。这

是由于 TWFE 模型是通过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内的变动来估计系数的。表中标注的是

实际参与回归估计的有效样本数以及其中控制组与处理组的上市企业数量。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Panel A：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每年是否在美国友岸国新设子公司 I [NumFSit ＞0]( )

Treatmenti×Postit 0.028*** 0.029** 0.033*** 0.034*** 0.034*** 0.038***

(0.01 3) (0.01 3) (0.01 1) (0.01 1) (0.01 1) (0.01 2)

#Treated 85 85 85 85 85 84

#Control 47 7 246 246 246 243 242

观测数 5 6 1 2 3 3 1 0 286 5 2842 2 5 5 6 2 5 3 9

R-squared 0.1 1 7 0.1 14 0.107 0.106 0.106 0.106

Panel B：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是否在国内中西部地区新设子公司 I [Num inlandit ＞0]( )

Treatmenti×Postit 0.052*** 0.035*** 0.045*** 0.046*** 0.046*** 0.040***

(0.012) (0.01 2) (0.01 5) (0.01 5) (0.01 5) (0.01 6)

#Treated 288 288 288 2 7 3 2 7 3 2 6 6

#Control 3 2 1 9 1 020 1 020 985 985 9 5 7

观测数 3 6 1 5 5 1 3 7 90 1 0 648 1 05 28 1 05 20 9486

R-squared 0.200 0.1 9 1 0.189 0.189 0.1 90 0.183

控制组 所有企业 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N N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年份 N N Y Y Y Y

控制变量 N N Y Y Y Y

时期 全部 全部 全部 上市后 上市后 上市后

企业性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私有企业 私有企业

股票性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A 股，非 ST

   注：*、**和***分别表示在 1 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表中报告

的是根据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计算的平均边际效应。

关税清单的产品进行匹配，得到生产并出口加征关税清单中产品的企业，并将回归

样本限定在该类企业内；然后，根据企业出口到美国的清单商品金额占企业清单商

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定义处理组与对照组。具体而言，对每一个企业 i，定义加征关

税清单商品的对美出口占比时序变量：

  US-TT i，t=
ExportTT-USi，t

ExportTT-ALLi，t

其中 ExportTT-USi，t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被加征关税的清单商品的对美出口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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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TT-ALLi，t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被加征关税的清单商品的出口总额。同样以均值为

阈值，设定该比重大于平均值的上市公司为处理组，其他上市公司为控制组：

  Treatment it=I [US-TT i，t≥US-TT t]
考虑到美国在 20 1 8 年和 20 1 9 年分批加征关税，使用 Callaway 等的方法进行多

时点 DID 估计，① 估计结果与基本结果一致，从而排除了可能的行业选择性问题对

回归结果的影响。此外，这一检验通过区分企业受到贸易摩擦冲击的具体时间，进

一步建立了企业空间转移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在对行业选择性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为了控制出口对象国的不同

企业的生产效率差异，② 进一步将控制组企业限定为主要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发

达国家 (即对除美国外人均 GDP 全球排名前 2 0 的国家)出口的企业。与基准

回归相比，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动。第三，作为对被解释变量

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参照马光荣等的做法，③ 以上市公司在美国友岸国的

“累积”子公司数目 (TotalFSit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双重差分回归。④ 研究发现，对

企业 “南下”的处理效应为 0.06，对企业 “西进”的处理效应为 0.12，且回归结果

在不同的方程设定下均稳健。第四，将美国友岸国的定义修改为参与了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东盟国家，以检验美国友岸国定义的稳健性。⑤ 估计得到

的处理效应为 2.2 个百分点，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第五，为检验基本回归结果在

上市公司样本外的有效性，笔者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 “企查查”平台

构建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其国内子公司数据库，使用工业企业样本对 “西进”进

行了与基本回归相同的分析，发现非上市公司的对美出口企业同样在中美贸易摩擦

后存在显著的 “西进”效应。此外，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从样本中随机抽取划分

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 DID 估计。结果表明，安慰剂检验的系数估计结果集中分布于

0 附近，且实际处理效应位于安慰剂分布的最高 1%，说明基本回归结果中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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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B.Callaway,A.Goodman-Bacon and P.H.C.Sant’Anna,“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a Continuous Treatment,”NBER Working Paper,no.32 1 1 7,2024.
R.Hausmann,J.Hwang and D.Rodrik,“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2,no.1,2007,pp.1-25.
参见马光荣、程小萌、杨恩艳：《交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资本流动———基于高铁开通和

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6 期。
累积子公司数量也同样呈现极端右偏分布且是企业累积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存在路

径依赖的问题，而 “是否新设子公司”这一虚拟变量不仅可以解决数据的极端分布问

题，且以新设子公司作为企业投资的代理变量更加满足平稳性条件。

TPP 是由美国主导、共 1 2 个国家参与谈判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包括美

国、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秘鲁、越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墨西

哥和加拿大。



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 “南下”和 “西进”的处理效应并非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①

（三）排除竞争性解释

通过分析上市企业在 “南下”和 “西进”以外其他方向的海外投资，可以排除

中美贸易摩擦之外的竞争性解释，并更加全面地考察贸易摩擦发生后企业对外投资

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而言，识别的关键假设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前后对美

出口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除贸易摩擦之外的异质性冲击。一般而言，国内政

策不会对出口不同国家的企业设置异质性条款，因此，该因素对本文因果识别干扰

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在研究样本时间段内，中国于 20 1 3 年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

路”倡议可能会对出口不同国家的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排除 “一带一路”相关

政策对因果识别的干扰 (即处理组企业相比于控制组企业更加积极地响应这一政

策)，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排除了美国友岸国，重新检验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上

市公司向这些国家投资的影响。图 4 左展示了 20 1 3—2022 年处理组和控制组上市公

司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不包括美国友岸国)新设子公司的概率差异。与上市

公司对美国友岸国投资不同的是，201 8 年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在 “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 (不包括美国友岸国)的投资不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在 2022 年，处理组的企

业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不包括美国友岸国)设置子公司的概率低于控制组的

其他上市公司，处理效应为-1.2 个百分点。②这一结果排除了基本回归中观察到的

处理效应是由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引起的。

 
图 4 在不同类型国家投资的动态事件研究分析结果

此外，还以企业在美国及其近岸国的新设子公司情况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进一步建立处理组企业投资空间布局的改变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关联。美国在

提出 “友岸外包”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制造业回流计划以及 “近岸外包”战略。
因此，以上市企业是否在美国及其近岸国新设子公司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动态事件

研究分析，结果展示于图 4 右。如图所示，与企业在美国友岸国的投资表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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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受篇幅所限，所有稳健性检验的具体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中美贸易摩擦推动了处理组企业对美国及其近岸国的投资，且符合 “平行趋势假设”。
接下来使用方程 (1)正式估计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在该方向投资的影响。DID估计的

处理效应为 1.3 个百分点，加入控制变量后进一步降低至 0.8 个百分点且不再显著，
远小于基本回归中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 “南下”投资的处理效应。① 结合基本回归结

果，两组回归结果均为正且显著，验证了选择美国市场是企业遭受外部冲击后的均衡

解之一，即贸易摩擦促进了企业选择美国市场。进一步地，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在美

国友岸国投资的处理效应规模更大、显著性更稳健，可以得出企业受到贸易成本冲击

后在美国本土及其友岸国的投资选址中，更偏好东南亚友岸国的结论。
总结上述回归结果可知，中美贸易摩擦对上市企业在美国及其近岸国和友岸国

投资的处理效应皆为正，且对美国友岸国投资的处理效应规模也最大；而对 “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 (不包括美国友岸国)投资的处理效应为负。这一结果不仅排除了

处理组企业受 “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影响整体增加对外投资这一竞争性假说，进一

步建立了对美出口企业在美国友岸国增加投资的行为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因果联系，
且更为完整地检验了理论模型中的均衡解 2，即受影响企业会增加对美国市场的投

资，且会选择更接近中国母公司的东南亚地区。

（四）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建立中美贸易摩擦与企业投资空间布局转移的直接关联，根据理论模

型中的嵌套决策逻辑，即企业第一步选择不同市场后在第二步选择新的均衡生产地，
本节构建企业管理层的市场关注变量，并验证其与企业空间选择的直接关系。将企

业可能的均衡解与投资方向选择纳入一个分类变量 Direction it，变量的具体定义

如下：

  Direction it=
1，企业 “南下”，即 NumFSit ＞0
2，企业 “西进”，即 Num inlandit ＞0
0，企业无 “南下”或 “西进”

 

 

 

|
|

|
|

同时，分别计算了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内容中 “美国市场”和 “国
内市场”相关词汇词频占企业 i 第 t 年年报文本内容总词频的比例，代表管理层对于

“美国市场”(US it)和 “国内市场”(Domestic it)两个市场的关注度，并以这两个

变量为主要解释变量。根据理论分析，如果企业选择保留美国市场，则通过海外投

资规避美国的定向关税是最优策略，反之，如果通过寻求其他市场以代替美国这一

单一市场份额损失，则会选择 “西进”。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无序分类响应变量，使用

多元 Logit 模型，估计管理层的市场关注对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的影响。具体回归方

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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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所限，所有稳健性检验的具体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Pr (Direction it=j)=ΛZ it+λi+λt+ΩX it+εit (3)
Z it包含了企业管理层对 “美国市场”(US it)和 “国内市场”(Domestic it)的关

注度。对于 “南下” (Direction it=1)选择而言，系数Λ可以解读为，Z it每上升一

个单位，企业 i 在年度 t 在美国友岸国新设子公司的概率与基准组 (即不增加任何子

公司)的概率之间的比值对数 (即 ln
P (Direction it=1)
P (Direction it=0)

)增加Λ个单位，对于 “西

进”选项的解读类似。
为了直观地展现多元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图 5 分别绘制了企业管理层对

“美国市场”和 “国内市场”的不同关注程度下企业三个投资方向的相对概率。如图

5 左所示，企业对国内市场关注程度越高，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概率就越大，
与此同时选择 “南下”的概率就越低。类似地，在图 5 右中，随着对美国市场的关

注度提高，企业会显著地提高 “南下”的相对概率，而降低 “西进”的相对概率。①
这一结果验证了企业的市场选择与投资选址之间的直接联系。具体而言，企业在遭

受美国市场损失后，面临美国市场与国内市场的重新选择问题，而在两个市场间的

选择进一步引发了其投资空间布局的变化。该结果为本文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提供了

有力证据，支持了外部冲击对企业投资方向和空间分布影响存在多个均衡解的理论

分析结果。

 
图 5 企业管理层对不同市场的关注程度对其投资方向选择的预测概率

四、企业 “南下”与 “西进”选择的影响因素

按照理论模型的推测，进一步从企业的贴现率和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预期、
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和进口依赖度等角度，研究企业受到贸易成本冲击后在 “南下”
与 “西进”之间决策的微观影响因素，验证假说 2 至假说 4。

（一）管理者的行为特征

为验证假说 2，以企业是否选择均衡解 1，也即 “无新增投资”(I [Direction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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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 解 释 变 量，以 企 业 的 贴 现 率 (Myopia it)和 对 贸 易 摩 擦 持 续 时 间 的 预 期

(Expectation it)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 Probit 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企业贴现率

和预期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贴现率越高、预期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时间

越短，企业保持贸易摩擦发生前的生产地选择而不向其他地区新增投资的概率就

越大。①
为了进一步研究均衡策略 1 概率的上升对其他两个均衡策略选择概率的影响，

以企业的贴现率和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预期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按照回归方程

(3)进行多元 Logit 模型估计，并根据估计结果，绘制了企业贴现率和对未来预期

不同取值下企业三个投资方向的相对概率。如图 6 左所示，企业的贴现率越高 (管
理层越短视)，受贸易成本冲击后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概率就越低。类似地，在

图 6 右中，企业预期贸易摩擦持续时间越短，受贸易成本冲击后 “南下”的相对概

率微弱上升，而 “西进”的相对概率则下降。这说明企业的高贴现率与对贸易摩擦

持续时间较短的预期主要对向国内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形成抑制。上述结果很好地解

释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 “南下”影响逐渐减弱的趋势 (图 3)，即随着中美贸易摩

擦的持续，企业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预期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会更加偏向 “西
进”。换言之，“南下”是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及中美关系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时

的短期最优选择，而 “西进”则是在美国态度更加明朗后，企业基于对中美关系的

预期做出的中长期最优选择。

 
图 6 企业的贴现率和预期对其投资方向选择的预测概率

（二）企业对美出口依赖度

为验证假说 3，将拥有对美出口业务的上市公司 (即对美出口依赖度大于 0
的企业)按照暴露程度高低分为五组，② 以没有对美出口业务的企业 (US-
Export1 4- 1 6i =0)作为控制组，分别进行方程 (1)所示的 DID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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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所限，具体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分别为 0 至 2 5%分位数 (=1.57%)，2 5%至 50%分位数 (=9.25%)，50%至 7 5%分

位数 (=31.04%)，7 5%至 90%分位数 (=61.68%)，90%至 1 00%分位数。



各组的回归系数及其置信区间展示在图 7 中。其中，横轴代表企业的对美出口

依赖度，横轴刻度代表依赖度的绝对值，P 打头数值代表上述分组的百分位阈值。①
由图可知，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会对企业受贸易成本冲击后的投资方向选择产

生显著影响。对美出口依赖度越高，企业选择向美国友岸国等国投资的概率越大，
以便规避美国对中国施加的高关税，继续维持美国市场。而对于对美出口依赖度较

低的企业，拓展国内中西部地区市场的相对固定投资成本更低，从而有更大激励转

向国内市场。

图 7 企业对美出口依赖度与贸易摩擦处理效应的关系

（三）企业对美进口依赖度

为验证 假 说 4，按 照 企 业 是 否 从 美 国 进 口，划 分 为 对 美 进 口 依 赖 企 业

(US-Import 1 4-1 6i ＞0)与非对美进口依赖企业 (US-Import 1 4-1 6i =0)，分别对这两

组企业按照方程 (1)进行 DID 回归。②回归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 “南
下”投资的处理效应仅在对美进口依赖的企业中显著 (处理效应为 4.1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 “西进”投资的影响仅在非对美进口依赖的企业中

显著 (处理效应为 9.1 个百分点)。以上回归结果直接验证了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对企

业投资选址的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使对美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形成

进口投入品受阻的悲观预期。为了能够继续从美国进口，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加征关税，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向美国友岸国转移。而对于对美

进口依赖度较低的企业，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受来自美国进口的限制，因此有更

大激励转向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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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下”与 “西进”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本部分将进一步比较 “南下”和 “西进”两种投资方向对企业抵御中美贸易摩

擦负面冲击的影响。① 由于 20 1 8 年后的投资布局可视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反应，
本文使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企业的产业布局，分别识别 “南下”与 “西进”两种投

资方向对贸易摩擦前后企业经营绩效变化的影响。

（一）回归方程设定

用 企 业 在 20 1 7 年 末 是 否 已 在 美 国 友 岸 国 设 立 子 公 司 ( South 1 7 =

I [NumFS20 1 7＞0])，度量贸易摩擦前企业在海外的产业布局，同理，用企业在 20 1 7
年末是否已在国内中西部地区设立子公司 (West 1 7=I [Num inland20 1 7 ＞0])，度量中美

贸易摩擦发生前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布局。首先使用 DID 方法研究两种投资布局对企

业应对外部冲击的异质性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TFP it=βDD1 7i ×Post it+λi+λt+X itγ+εit (4)

该方程的核心变量是 D1 7i ×Post it。当 D=South 时，代表企业在 20 1 7 年末在美

国友岸国的布局情况 (South 1 7)；当 D=West 时，代表企业在 20 1 7 年末在中西部地

区的布局情况 (West 1 7i )。系数βS (βW)可以解读为，在外部冲击发生前已经在美

国友岸国/国内中西部地区布局子公司的企业与未布局的企业相比，在中美贸易摩擦

前后遭受的经营绩效损失之间的差距，也即在美国友岸国/国内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布

局能够给企业减少的由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绩效损失，我们称之为 “提前在美国友

岸国/国内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的优势”。若βS (βW)大于零，代表中美贸易摩擦发

生前已经在美国友岸国/国内中西部地区设置子公司的企业在贸易摩擦中遭受的

TFP 损失更小，说明提前布局的策略对企业来说是有益的。比较βS 和βW 的相对大

小，即可比较企业在贸易摩擦发生前的两种布局 (“南下”和 “西进”)所获得的相

对优势规模。

考虑到企业对美出口依赖度会对上述回归中企业的提前布局情况 (D1 7i )产生影

响，进一步使用三重差分 (DDD)方法，识别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前的投资布局策

略对由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经营绩效损失的差异性影响。具体而言，三重差分分别

为：贸易摩擦发生前后 (Post it)、对美出口依赖度是否较高 (即是否为中美贸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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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整体影响作为研究重点，但作为补

充，笔者以 TFP 为被解释变量，使用 DID 回归方程，比较了处理组企业与控制组企业

在中美贸易摩擦前后企业经营情况的差异。回归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处理组企

业的 TFP 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擦的处理组，Treatment i)、贸易摩擦发生前是否有布局 (South 1 7i 或 West 1 7i )，具体

的回归方程如下：

  TFP it=βDD1 7i ×Treatment i×Post it+α1D1 7i ×Treatment i+α2D1 7i ×Post it+

α3Treatment i×Post it+λi+λt+X itγ+εit (5)

其中，Treatment i 的定义与前文保持一致。如前所述，比较βS 和βW 的相对大

小，即可比较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前的两种布局所获得的相对优势规模。

（二）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 2，其中第 (1)— (3)列是 DID 的回归结果，第 (4)— (6)

列是 DDD 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回归方程设定一样，第 (1)列的控制组企业是除

了处理组上市公司以外的所有上市公司，第 (2)列将回归限定在从事出口业务的上

市公司，第 (3)列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行业层面的时间趋势以及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的对数值、劳动资本比这几类控制变量，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第

表 2 企业投资布局策略对其 TFP 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Panel A：已经在美国友岸国布局的企业优势

South1 7i ×Postit 0.06 9*** 0.032** 0.022

(0.01 6) (0.01 6) (0.01 6)

South1 7i ×Treatmenti×Postit 0.002 0.047 0.052

(0.05 5) (0.043) (0.043)

观测数 3 5 341 1 4246 1 4086 3 5 341 1 4246 1 4086

R-squared 0.81 9 0.872 0.881 0.81 9 0.87 1 0.881

Panel B：已经在国内中西部地区布局的企业优势

West1 7i ×Postit 0.090*** 0.050*** 0.05 7***

(0.010) (0.01 3) (0.01 3)

West1 7i ×Treatmenti×Postit 0.06 9* 0.1 3 1*** 0.147***

(0.040) (0.032) (0.033)

观测数 3 5 341 1 4246 1 4086 3 5 341 1 4246 1 4086

R-squared 0.81 9 0.872 0.881 0.81 9 0.872 0.881

控制组 所有企业 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 所有企业 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

企业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行业固定效应 N N Y N N Y

行业固定效应×年份 N N Y N N Y

控制变量 N N Y N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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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列的回归样本和控制变量与 (1)— (3)列一样。在表 2 中，Panel A
是提前在美国友岸国投资布局的优势的估计，Panel B 是提前在国内中西部地区投资

布局的优势的估计。在 Panel A 中，DID 和 DDD 交互项的系数在 0.002 至 0.06 9 区

间波动，且显著性不稳定；而在 Panel B 中，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在 0.05 至 0.147
之间波动，且均显著为正。对比 Panel A 和 Panel B 交互项系数估计的规模及其显著

性可知，与在美国友岸国投资布局相比，在 20 1 8 年之前已经在国内中西部地区投资

布局的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经历了更少的绩效损失。因此，从帮助企业缓解由中

美贸易摩擦引致的企业 TFP 损失的角度来看，平均而言， “西进”策略比 “南下”
策略更优，结合中美贸易摩擦对处理组企业 TFP 平均影响不显著，① 可知 “西进”
策略具有防冲击的效果。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西进”策略能有效减少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遭受的经营

损失。考虑到要素成本、基础设施等条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一回归结果从

侧面说明，国内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要素禀赋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存量资本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条件，使企业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布局以缓解外部冲击对自身经营的影响，
这与目前研究中对国内中西部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的综合生产成本优势的结论相

一致。②

结  语

本文使用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在统一口径下测度了企业 “南下”与 “西进”的

长期时间趋势，并构建了企业跨期选址决策理论框架，以 20 1 8 年中美贸易摩擦为准

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空间布局存在多个均衡解，
并发现贸易成本因素对我国企业 “西进”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 “南下”，且处理效应

随时间不断增强。在理论拓展层面，可以为理解企业的对外投资及国内空间再布局

提供新的思考框架和生产成本之外的新维度。在政策现实层面，企业显著 “西进”
的趋势表明，经过长期以来 “西部大开发” “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推

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富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以及日益强化

的区位优势，为未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相关研究结果也为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说明我国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提出 “加强战略腹地建设”是一种顺应市场需求的政策导

向。此外，企业对美出口依赖度、对美进口依赖度以及管理者的行为特征和预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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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所限，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参见 《制造业保持基本稳定：逻辑与政策》，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专题报告 (第 68 期)，

2023 年 6 月。



影响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我国后续加强战略

腹地建设、进一步推动企业 “西进”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国内政策引导与外部国际因素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贸易成本塑造

企业空间布局的市场力量，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一方面，有

针对性地帮助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受损的企业向战略腹地转移，着力降低企业异地投

资的门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东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格局。另一

方面，深化与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合作，提升出口目的国的多样性与多元

化，提高战略腹地地区的市场准入水平，从而更加有效地引导产业链 “西进”。
第二，重视企业的预期管理。“加强战略腹地建设”的提出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

政策不确定性，在后续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应进一步注重对企业的预期管理，
明确政策导向，统筹安排支持政策，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形成对战

略腹地投资的稳定预期和共识，从而推动企业在国内的梯度有序转移，优化经济空

间布局。
第三，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国产中间品替代。在当前我国部分领域核

心材料与设备对美国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现实条件下，投入品进口面临的贸易壁垒

风险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造成了极大挑战。因此，应提前进行谋

划，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寻求中间品进口替代方

案，增强制造业核心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有效降低外部风险冲击，从而进一步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样本主要是中国本土企业，暂未将跨国公司的 “南下”与

“西进”纳入研究范围，并且仅对外部冲击下企业中短期选择的局部均衡进行了讨

论，而对外部冲击的长期一般均衡、对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区域层面

宏观指标 (包括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将是进一步推进的研究方向。
同时，如何将研究拓展到非上市公司样本也将作为未来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张天悦〕

·64·

中国社会科学 2024 年第 1 1 期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 monthly
No .1 1

November 2024
                                              

ABSTRACTS

Exploration on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ir Value Realization—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Zhuang Guiyang,Ding Fei and Wang Sibo· 4 ·

Amid the escalat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humanity must actively engage in
ecological governance to sustain the foundat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of material exchange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Enhancing the
Earth’s self-purification capacity is the core goal of ecological labor,reflecting the
public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use
value.In contrast to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ws a nascent progress toward a
communist society in term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ecological governance should be government-led while
harness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law of value.Ultimately,this approach manifests
in a new qualitative state of producing social use value.

“Going South”or“Going West”—Enterprise Location Choices under External Shocks
Li Fanghua and Wang Liyuan· 24 ·

Faced with the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understanding how enterprises adj ust their spatial layouts under external shocks is
critical for China’s efforts to guide industrial relocation to strategic hinterlands and
strengthen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This study develop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intertemporal location decisions,using the 20 1 8
US-China trade friction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nd micro-level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for empirical analysis.Findings confirm that rising unilateral trade
costs drive both the outward relocation (“going south”) and domestic hinterland
relocation(“going west”) of Chinese enterprises,though the scale and duration of
the latter’s impact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Key determinants of spatial layout
include enterprises’ discount rates, expectations, reliance on US imports, and
dependence on US-bound exports.In terms of long-term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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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oing west”strategy proves more advantageous than“going south”in mitigating
external shocks.

Why We“Must”and“Should”—Bridging the Gap from“Is”to“Ought”
Chen Bo· 47 ·

The supposed divide between“is”and“ought,”or“fact,”and“value”and“norm,”
as argued by Hume,Moore,and others,is a misconception for two reasons:first,no fact
is purely obj ective.Second,norms are not purely subj ective.The necessity of“must”and
“should” arises from a confluence of factors:human needs,intentions,and obj ectives,
with intentions and obj ectives rooted in needs,whose intensity reflects their obj ective
basis；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often misaligned with needs and intentions,
motivating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toward a desired vision；relevant scientific
principles across disciplines (including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and social consensus(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ustoms)；and the human
capacity for rationality.These elements collectively link “is” to “ought,” thereby
constructing a bridge from“facts” to“values”and“norms.”

Reflections on “Thingness”in Literary Aesthetic Ideology Li Yanfeng· 66 ·

In the realm of traditional humanistic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ture is seen as the
study of humanity with a focus on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highlighting its aesthetic and humanistic attributes, while downplaying its
“thingness.”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regards
literature as an aesthetic ideology originating from the complex and integral structure
of social history,human practice and ideology.As an aesthetic form of ideology,
literature carries profound implications of “thingness.” The “humanity” and
“thingness” of literature achieve a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materialism through
aesthetic practice.To truly unleash the material vitality and cultural value of
literature as a form of aesthetic ideology,Marxist literary studies must reflect upon
the discourse paradigms of humanistic criticism and formal aesthetic criticism,and
emphasize the material structural connotations of ideology in order to reaffirm and
reconstruct the poetic dimension of“thingness”within literary aesthetic ideology.

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ocial Law Yu Shaoxiang· 87 ·

As one of the seven maj or branches of law and an independent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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